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1.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绿海·纵横
编辑/龙平川 校对/何欣

联系电话/（010）86423477
2023年 12月 9日 星期六
电子信箱：zhfk3615@163.com

长信宫灯作为满城汉墓的
标 志 性 精 品 ，被 誉 为“ 中 华 第
一 灯 ”，是 一 件 兼 具 实 用 功 能
与审美意蕴的艺术作品。因铭
文“ 长 信 尚 浴 ”得 名 的 长 信 宫
灯，1968 年出土于河北满城县

（今 为 河 北 省 保 定 市 满 城 区）
的 西 汉 中 山 王 刘 胜 的 妻 子 窦
绾墓中，宫灯通体高 48 厘米，
宫女高 44.5 厘米，重达 15.85 千
克，整体造型是一位跪坐着的
宫女双手执灯：由头部、身躯、
右 臂 、灯 座 、灯 盘 和 灯 罩 六 部
分分铸组装而成，表面的鎏金
精美而华丽。

长信宫灯属于汉代三大青
铜灯器型的人形灯类别，拥有
此前青铜器所不具备的独特艺
术风格和魅力。其美感直观表
现为色彩、线条、形体、质感元
素组合而成的形式：左手托住
灯座、右手提着灯罩的宫女呈
跪坐姿态，低首含眉、神态端庄
自若。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
书中言：“符号是形式要素之间
的组合，能激起感受。”长信宫
灯即为一种由诸多形式构成的

“符号”，其所激起的是对造物
者的敬佩之情，造物者在其中
融 入 的 智 慧 ，令 今 人 折 服 。宫
女眉峰处的转折、眉宇间的愁
苦于戚容中显现出一丝微妙与
生动的变化，其如《后汉书》载
桓帝外戚梁冀的妻子孙寿“愁
眉者，细而曲折”，又如《庄子·
天运》所载越国美人西施“病心
而颦其里”，彰显的是长信宫灯
里作为灯柱的宫女在静动转化
间神态的独特之美。

构思方面，宫女体中为空，
但因跪坐姿势增大底部面积，
而保持灯具的稳定性；右臂与

灯的烟道相通，右手腕处与灯罩相连，以宽大的
手袖作为排烟管道，一高一低的双手与灯体相
融，利于烟雾流通。灯罩由两块弧形的瓦状铜板
合拢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左右开合的设计
有助于任意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强弱，体
现了古人深远的智慧。宫灯表面没有过多的修饰
物与复杂的花纹，只有前臂和衣领处几道浅浅衣
纹，身体线条浑圆与灯体的硬朗直线形成鲜明的
曲直对比，显得朴素而大气。

灯 罩 上 方 部 分 残 留 有 少 量 动 物 脂 肪 或 蜡
烛，它们是经点燃被吸入宫女的袖管后剩下的，
产生的烟尘沉积于宫女体内，避免弥散。在保证
室内清洁，充满人文关怀的同时，颇具现代所倡
导的环保理念。头部和右臂可拆卸的设计，绝非
偶然——便于清洁和倾倒内部烟垢，展现了构
思的精细性与全面性。

与形式相对应的即为功能。长信宫灯的造
型美与功能美紧密联系，其功能的精巧呈现出
一种特殊的美感。右手手臂的窄袖与宽灯罩顶
部相连的排烟管道呈现上小下大的造型，其目
的是充分发挥吸纳烟雾的功效，这种对生活高
度关注而形成的吸纳烟雾需求与汉代服饰造型
完美契合，令人啧啧称奇。《庄子·外篇》里“物物
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的“物为人用”思
想在长信宫灯制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汉代青铜工具使用普及度高，冶炼技术成
熟，从民间日用器皿、小件器物，到皇家贵族所
用的奢侈装饰品，乃至宗庙中祭器、铸币均使用
铜制品，而材质为铜灯的长信宫灯，表面采用鎏
金工艺，其用意一方面是展现贵族用具的阶级
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鎏金对铜器的保护作
用，鎏金能够很好地附着在铜灯表面，不至于脱
落，从而耐用、不易损坏，达到了合理造型与铜
灯使用功能的统一。

实用工艺是最古老的艺术种类之一，长信
宫灯不仅独具功能先进的实用性，而且也有美
感的倾注，成为具备深层美学思想的青铜灯具。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理念在长信宫灯
中达到极致，从形式、构思、功能方面均受到自
然的启发，这种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需具备朴素
的审美意蕴。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天地最伟大的功能与特性是孕育万物，即天地
是生命的根基。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和实践，历
经膜拜到征服再到认识自然的脆弱，长信宫灯
本身蕴含了对于自然环境意识的初步觉醒，以
及对器物与环境关系的思考。长信宫灯内外刻
记的多处铭文显示着其复杂的流转经历，灯油
燃烧的烟尘被铜灯内的循环设计所消解，很好
地契合了绿色环保理念。

或许，长信宫灯见证了一对又一对的伊人
与征夫相守的故事。多少个漫漫长夜里丝竹相
奏，织锦相作，伴随着荡漾的微风，她挑动着灯
芯，守心静候，灯芯摇曳，灯体金色的光线倾洒
如泉，如暮春时节雨水屋漏的静谧叮咚。偌大的
宫殿里只此一盏，听伊人心诉。关外，战马并排
着埋入土丘，满是肃杀的气味。终于，胜利的讯
息来报，竹简呈上于灯下，嘴角笑意渐绽——他
没忘记诺言，完整、胜利地归来。待归日，重又相
守，共剪西窗烛，光照如昔。

或许，长信宫灯仅仅是贵族子弟把玩的工艺
品，被窦太后作为礼物赠送给窦绾，失去了自身
的独立性。她无法摆脱束缚，只能静静地等待自
由的时机，终于，她看到了屋外宽广的世界，她拼
命吮吸着清新的空气，还未好好享受，又被尘土
封往了另一个黑暗阴森的世界——窦绾墓葬。在
千年的沉淀里，曾经的呐喊逐渐释然，昔日的躁
动慢慢平淡，她的内心归为虚静。

长 信 宫 灯 一 改 以 往 青 铜 器 皿 的 厚 重 与 神
秘，整个造型设计显得舒展自如、轻巧精细，凝
聚了古代人的匠心，焕发出独特魅力。黑格尔在
《美学》中说：“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
余温。”深感长信宫灯的美超越了时空，让我们
仿佛能够看见被她照亮时的过往。光阴长短如
灯火明灭，千年来，安然沉静的她从未移步一
寸，她为灯而生，由灯被埋，因灯闻名，遥远的光
芒照亮了今天的我们，让我们顿感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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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荏苒，后人很容易通过史
籍的描述去勾勒婚姻制度的架构与
诉求，但很难通过这些描述去还原、
回味婚姻一事在古人心中的细微感
知。所幸，在这些宏观礼仪之下，尚
有一些更为微观的物件流传下来，
用相对细碎的笔触将一代代男婚女
嫁记述得丝丝入扣，为后世留下一
幅 更 为 清 晰 详 尽 的“ 婚 姻 礼 法
图”——这一物件，就是婚书。

1.
中国的传统婚姻礼仪有“三书

六礼”之说。三书为六礼过程中所用
各类婚书的概括，而六礼大体而言
是指古代中国婚姻缔结的程序。“儒
家十三经”之《仪礼》中论及六礼的
内容载于“士昏礼”一章，可见其礼
只通行于士大夫阶层。这一制度历
千年而不废，故而能够在岁月流转
中 成 为 中 国 传 统 婚 姻 习 俗 的 代
名词。

六礼最早且相对完备的记述见
于《礼记》《仪礼》。《礼记·昏义》中明
确 了 婚 礼 的“ 纳 采 、问 名 、纳 吉 、纳
征、请期”等程序，而《仪礼·士昏礼》
则 进 一 步 对 六 礼 的 细 节 进 行 了 描
述，如“纳采用雁”“宾执雁，请问名，
主人许”“请期用雁”等。六礼程序主
要如下：一为纳采，又称“提亲”“执
柯”“说媒”；二为问名，又称“求庚”

“求八字 ”；三为纳吉 ，又称“合婚 ”
“批八字 ”；四为纳征 ，又称“纳币 ”
“秆聘”“茶仪”；五为请期，又称“择
日”；最后为“亲迎”，男方亲自代表
父母、宗族，将女方迎娶至家。

六礼之制殊为繁复，六礼的每
一 环 节 均 有“ 交 相 授 书 ”的 文 字 佐
证，这些文字佐证便是后世求婚书、
龙凤帖、迎亲书等婚书的雏形。不同
朝代的婚书虽然形式不尽相同，但
其代表的程序及内容基本一致，从
中也足以感受到周礼的重大影响。

周朝庶人虽不通行六礼，但并
不意味着婚姻缔结可以“妄为”。《孟
子·滕文公下》载：“不待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
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在没有“父母
之 命 ”“ 媒 妁 之 言 ”情 况 下“ 私 定 终
身”，甚至会落入“父母国人皆贱之”
的境遇，可见庶人之间结婚依然有
相应程序。

相对于语气严肃的《孟子》，富
有浪漫主义的先秦诗歌同样若隐若
现地提到了周朝民间婚姻。《诗·
齐风·南山》 的“娶妻如之何？必
告 父 母 …… 取 妻 如 之 何 ？匪 媒 不
得”，《诗·幽风·伐柯》的“伐柯如何？
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均
明确地指出了媒人在庶人阶层所扮
演的角色。而《诗经·卫风·氓》的“尔
卜尔筮，体无咎言……匪我愆期，子
无 良 媒 ”等 句 ，更 点 明 了 即 使 是 庶

人，也会在婚前进行占卜。周朝庶人
阶层缔结婚姻的程序应当是六礼的

“简化版”。
周朝已经设定了专门的官员媒

氏“掌万民之判”，并监管男性三十
而 娶 ，女 性 二 十 当 嫁 。在 婚 嫁 过 程
中，对于“判妻入子”的情形，还需专
门记录。所谓“判妻入子”，杨天宇在

《周礼译注》中释为“再嫁或带着儿
子 再 嫁 ”，江 永 又 补 充“ 防 其 争 讼
也”，这说明媒氏所书的内容并不针
对为“万民”的男女占卜确定吉凶，
而仅仅出于律法角度意图厘清双方
权利义务，以避免诉讼。为了保证青
年男女在适婚年龄婚嫁，朝廷甚至
扮演了“公媒”的角色，在中春之月

“令会男女”——相对于士大夫阶层
繁复而保守的六礼，这些规定显然
更为“奔放”。

从 政 治 层 面 ，同 样 能 看 出“ 公
媒”制度的目的。庶人婚配，对繁殖
人口、扩充兵源、稳定税收有重要意
义，故而由专员管理，并尽可能地创
造适婚男女相识的机会。庶人之间
的婚礼依然需要通过媒人进行，一
方面可能是为了巩固宗法制而避免
私约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
朝廷借媒人实现对庶人阶层婚姻的
控制。

整体而言，周朝的婚书呈现出
两副面孔：士大夫阶层的婚书更偏
重于礼，以保护宗族利益为重；庶人
阶层的婚书更偏重于法，以调整百
姓权利义务为重。中国古代婚书在
形成伊始就天然具有极强的实用主
义色彩及等级制度，感情之事反而
自始缺席了。

2.
秦朝一统天下后以法家治国，

用中央集权制、郡县制代替了周朝
的宗法制，婚姻中的礼教色彩也被
一并去除。婚姻缔结的资格变得统
一而刚性，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

载：“男子身高六尺五寸，举弱冠之
礼，即可成婚；女子身高六尺二寸，
行许嫁，即可成婚。”同时婚姻生效
的程序也非六礼或“媒妁之言”，民
间婚书更无法律效力，唯一能证明
婚姻是否生效的是有没有到官府进
行了登记。《法律答问》中载：“女子
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
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未官，
不当论。”此处的“官”做动词，指至
官府登记，从中可知秦朝婚姻是否
成立以登记为准——与此相对，婚
姻 的 解 除 也 以 登 记 为 准 ，“ 弃 妻 不
书”的行为同样违反秦朝律法。

汉立朝后，崩坏的周朝礼制得
以恢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姓
之谊、三书六礼重新出现，如《白虎
通义》所言“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
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
佚也”一句，便是对“父母之命”的学
理解释。而针对庶人阶层，汉朝又效
法秦制以法管控，通过均田制、租调
制等开始了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
将 庶 人 婚 姻 缔 结 牢 牢 纳 入 法 律 的
控制。

如果秦朝“万世而为君”，那婚
书很可能从此被定型为官府所发放
的婚姻凭证，中国传统婚书的发展
史将会是另一番景象。汉朝之后，六
礼的复兴导致三书重新被士大夫阶
层所重视，最终在魏晋时期孕育出
了六礼版文。

杜佑所撰《通典》中载：“东晋王
堪六礼辞……礼版奉案承之。”晋朝
六 礼 中 已 经 开 始 使 用 这 种 六 礼 版
文，版左书“纳采”二字，版中写男方
父亲、媒人的名字，并书礼文。《全晋
文》中有王羲之所做的《与郗家论婚
书》，完整地体现了当时六礼版文的
格式内容。

《与郗家论婚书》是现存最早的
婚书文字记载，系王羲之为其子王
献之求亲所做。这封婚书洋洋洒洒
数百字，其内容大半在讲述王氏一

门的五代职官履历，以证明其身世
足以与郗氏门当户对，直到最后才
谈 及 主 角 王 献 之“ 少 有 清 誉 ，善 隶
书，咄咄逼人”和郗道茂“淑质直亮，
确懿纯美”。通体而言，《与郗家论婚
书》中豪门士族之间联姻意味非常
明显。

王羲之所处的时代正是门阀士
族昌盛时代，士族阶层极重门第出
身，故而六礼中的等级制度被层层
加码。反观庶人阶层，纵然想要依六
礼书写婚书，又怎么能有这般多的
历史供其书写呢？这便是魏晋南北
朝时代的“礼不下庶人”——个中之
义，孔颖达《五经正义》中如此解读：

“礼不下庶人者，谓庶人贫，无物为
礼。”庶人贫困，无力操办筵席置办
礼物，故不以礼仪为难庶人。

有唐一朝，六礼依然是士大夫
阶层婚姻缔结所必须遵守的制度。
正是在唐朝，婚书正式进入法律文
本。《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许嫁
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谓先知夫身
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而辄悔者，杖
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聘
财无多少之限，酒食非。以财为酒食
者，亦同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
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可以看
出，唐朝承认民间婚书甚至是私约
的法律效力，这一点与秦朝“已官当
论，未官不当论”截然不同。同时，唐
律中所规范的主要是婚书带来的财
产纠纷问题，更直接明确了聘财在
婚约中的地位，这使得唐朝的婚书
在具有礼制色彩的同时，具备了契
约性质——这可以说是唐朝婚姻法
律制度进步的一面。

唐朝婚书代表了礼制与法治的
结合，是唐朝婚姻制度的一大创新。
不过这一创新在当时遭到了非议。
如颜真卿便曾于建中元年（780 年）
上奉，认为婚书“出自近代，事无经
据，请罢勿用”。颜真卿抵制婚书的
理由是其“事无经据”，然而这一“事
无经据”的婚书不但没有被取缔，而
且生命力愈加顽强，成为中国婚姻
制度史上殊为重要的物件。

3.
唐朝之后，婚姻缔结过程中双

方对出身门第的关注度相较前朝有
所下降，形成“自五季（五代）以来，
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局
面。婚姻制度中士大夫阶层与庶人
阶层的分野变得相对模糊，这一背
景也间接决定了宋朝婚姻礼制的改
革方向。

“崇文抑武”的宋朝极重礼制。
彭 利 芸 在《宋 代 婚 俗 研 究》中 评 价

“惟宋代礼法，上承仪礼、周礼，礼记
为本；后集汉、晋、唐的大成”，应当
说非常中肯。然而，也正是宋朝对六
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

宋朝从法律角度扩大了六礼的适用
范围，使其从皇族、品官推广至整个
庶人阶层，另一方面，宋朝“并问名
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将六礼简
化为四礼，因为庶人阶层很难支撑
六礼的成本，而简化流程对扩大适
用范围自然起到推动作用。可以说，
六礼正是在宋朝的改制之下，正式
成为中国各阶层共同的习俗。

事实上，改制之后的六礼不仅
因其简洁而逐渐通行于两宋民间，
更成为后世元、明、清三朝婚礼制度
的基础。若无此改制，六礼古制能否
被承袭、能承袭多少，真的要打上一
个问号。

宋 朝 在 六 礼 的 框 架 上 改 革 甚
多，但其婚书依然保持着唐朝的基
本风貌，且更为细致。《东京梦华录·
娶妇》载：“凡娶媳妇，先起草帖子，
两家允许，然后起细帖子，序三代名
讳，议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
此处的帖子是经媒人说合之后写成
的契约，男方、女方各执一份，第一
次用相对简略的草帖子，之后再用
信息丰富的细帖子。

时过境迁，魏晋时代单纯以出
身门第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宋
朝经济发达，民风竞奢，其婚书自然
而然沾染上了世俗之气。婚书——
尤其是定帖中所书的财产信息均将
视为男女双方的承诺，需对其负法
律责任，这其中所包含的契约精神，
又远非前朝所能相比，因而为后世
所继承。

为了满足婚书的法律要求，元
朝刊印的应用文范本《新编事文类
要启札青钱》中辑录了“婚姻四六启
式”的各类格式婚书，包括“请媒启”

“谢媒启”“求亲启”“开封启”“问名
启”“聘启”“请纳采日期启”等。与唐
制相同，这些婚书均为复书式，且据
双 方 身 份 、地 位 、职 业 不 同 分 别 开
列，语气用词亦各有差别。至此，婚
书虽依然是六礼的组成部分与文书
载体，但其法律意义已经愈加明显，
甚至远远超过了其礼制色彩。

宋元以降，六礼、婚书的世俗意
义及法律色彩一再加强，这一趋势
依然为明清两朝所承袭。《明会典》
规定：“凡男女订婚之初，如有残疾、
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
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
聘嫁。”婚书的主要用途除证明婚姻
合法性之外，主要在于厘清男女双
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至清朝，婚书进一步简化，以至
于虚词、套话被尽数省略，直接以男
女双方基本情况为主，这一情形在
清末尤其明显。如宣统年间的婚书
甚至不写祖上信息，男女双方的请
与允不过寥寥数十字：

请书式为：“仰候玉音：眷姻弟
某某某率男某某顿拜，冰人某某，亁
命某年某月，宣统年月日。”

允书式为：“谨蒙金诺，眷姻弟
某某某率某女顿拜，坤命某年某月，
宣统年月日。”

如 此 简 略 的 婚 书 着 实 令 人 唏
嘘。从周朝繁复冗长的六礼，到宋朝
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洋洋洒洒的《与
郗家论婚书》到宣统年间毫无情感
文采可言的格式婚书，千年变化的
背后，或许是时代洪流的滔滔浪潮。

婚书礼法与婚姻契约
——文物里的法律故事⑦

江隐龙

史评

上 海 市 静 安 区 华 山 路 263 弄 7
号 有 一 处 名 为“ 德 拉 蒙 德 住 宅 ”的
历史建筑：红砖洋楼，造型别致，古
朴 沧 桑 。它 是 清 廷 洋 顾 问 、著 名 英
籍 大 律 师 担 文 的 上 海 旧 居 ，也 称

“担文庄园”。
担 文（1841—1915 年），或 译 作

“德拉蒙德”，英文全名 W.V.Drum-
mond，出 生 于 英 国 伦 敦 ，1870 年 毕
业于英国著名四大律师会馆之一的
林肯律师会馆，获出庭律师头衔，先
在 香 港 执 业 两 年 ， 后 辗 转 定 居 上
海。担文是近代较早来华的外籍律
师，在沪三十余年。他开办律师事
务所，受聘担任清廷法律顾问，虽
身 属 英 籍 ， 却 能 恪 守 律 师 职 业 操
守，曾在许多案件中代表晚清政府
和受害华人发声，留下了一段难忘
的上海往事。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的领事
裁判权，并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特
别法庭——会审公廨，用以处理华
洋诉讼纠纷。不同于中国封建旧式
衙门，会审公廨采用西方近代审判
程序，准用律师辩案，律师职业自此
进 入 国 人 视 野 。囿 于 古 代“ 严 禁 讼
师”“严拿讼棍”等传统观念，当时的
清政府并未建立起近代化的法律职
业体系和律师制度，于是，一大批海
外律师涌入中国，抢占新的法律市
场。这些海外律师以洋人为主，他们
充当顾问，代理案件，赚取讼费，担

文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于 19 世
纪 70 年代伊始来华，初跟随上海公
共 租 界 工 部 局 法 律 顾 问 Richard.
T.Rennie，在 其 开 办 的 连 厘 律 师 事
务所执业。1878 年，担文在沪开设个
人律师事务所，开始独立执业。

当年 1 月《字林西报》印行的《上
海洋行洋人名录》中已经出现“担文
律所”（Tai-wun）的注册信息，条目
下显示该所有成员两名：担文律师
本 人 和 一 位 名 为 古 特 雷 斯（L. M.
Gutterres）的文员，律所地址设在兰
心排房 3 号。后来，随着法律业务的
扩大，担文先后与拉坦、利奇、菲利
普斯、古柏、欧佩、霍尔博洛等出庭
律师及事务律师合作，开办了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同时吸纳一批年轻
华人作为助手、翻译和文员，其律所
兴盛时职员有七八人之多，润物无
声般培养中华法律人。其间，担文律
师事务所的办公场所也几易其址，
1882 年改在著名的巴富尔楼办公，
1903 年迁往北京路 11 号，1914 年因
房租到期暂迁仁记路 3 号，后鉴于

“中西人士聚集一堂，人多事繁，仁
记路房屋不敷周转”，又于 1915 年 1
月 6 日将律所迁至圆明园路19号洋
房。1915年3月担文去世后，担文生
前所在律所的合伙人霍尔博洛律师
仍 坚 持 使 用“Drummond & Hol-
borow”的 律 所 名 称 继 续 在 上 海 执
业，直至 1919 年律所关门。

回顾担文律师在华的律师职业

生涯，其成功之路肇始于清光绪元
年（1875 年）他代理的中国近代重大
海难事故第一案。1875 年 4 月 4 日，
上海轮船招商局所属“福星号”轮船
与英国怡和洋行的“澳顺号”轮船在
北洋水域相撞，造成“福星号”轮船
沉没和该船中国官员、乘客、船员 63
人遇难及价值 20 万两白银的货物损
失。在这场令人关注的上海轮船招
商局“福星号”轮船诉英国“澳顺号”
轮船碰撞案件中，担文受聘担任原
告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代理律师。面
对来自母国的对方当事人，担文不
留情面，本着“忠忱于客户”的律师
职业精神，为中方委托人据理力争，
最终帮助原告胜诉，并为“福星号”
船 主 与 中 方 受 难 家 属 争 取 到 了
11000 两银子的赔偿金。此案过后，
担文律师声名鹊起，威震上海滩，也
让当时的国人对源自西方的律师职
业有了新的认识。

光绪十二年（1886 年），作为清
政府暨清廷驻日公使徐承祖所派会
办委员，担文律师参与中日“长崎事
件”会审调查和谈判，用自己的专业
能力帮助清政府获得了对日谈判的
胜利。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担文律师
也赚得盆满钵满，据称其任帮办委
员期间每日从清政府处领取了高达
300 两 白 银 的 律 师 费 。光 绪 十 五 年

（1889 年）秋，江苏发生严重水灾，担
文 自 发 组 织 成 立 了 募 捐 赈 灾 委 员
会，从世界各地募集资金达 5 万余英

镑，用于救济中国灾民。因募捐赈灾
有功，当年九月他被清廷授予三品
顶戴。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八月，
又因“襄办南洋交涉出力”，担文受
封二品顶戴。

担文律师在华事业的成功离不
开晚清国门洞开、“睁眼看世界”的
时代背景。近代开埠以来，中国通商
口岸已许外国律师办案，朝廷和地
方 官 署 也 不 时 聘 请 洋 律 师 担 任 顾
问。尤其是在中外商务繁盛的上海，
交涉案件频发，深谙律法知识的洋
律师一时成为上海滩的“香饽饽”。
当时，早已名声在外的担文律师自
然受到清廷的重用，成为清政府“派
驻上海之南洋律法官”“南洋外务正
律法官”（见《督商宪刘批英律师担
文禀》《督商宪刘饬委律法官担文兼
承本局交涉案件札》），1899 年初还
被上海道台蔡钧聘为法律顾问，从
此成为清廷在上海地区的外交和法
律代言人。

1903 年 著 名 的“《苏 报》案 ”发
生 ，起 因 是 地 处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的

《苏 报》当 年 连 续 刊 发 了 革 命 青 年
邹 容 、章 太 炎 等 人 的 反 清 言 论 ，清
政 府 勒 令 两 江 总 督 魏 光 焘 立 即 抓
捕邹、章二人。但此案发生在租界，
租 界 工 部 局 认 为 清 政 府 不 能 在 其
辖区随便抓人，主张应按租界规定
履行司法程序。两江总督魏光焘无
奈之下，接受法律顾问担文律师的
建议和推荐，聘请英国人古柏为代

理律师，以清政府的名义向上海会
审 公 廨 提 起 对 邹 容 和 章 太 炎 的 刑
事指控。此案可谓是在担文律师建
议 下 发 生 的 清 政 府 与 大 清 国 民 间
的诉讼第一案。庭审遵照如今我们
耳熟能详的司法程序进行，双方均
有 律 师 代 理 ，并 交 相 举 证 辩 论 ，虽
然 最 终 还 是 清 政 府 胜 诉 ，邹 容 、章
太炎被判入狱，但《苏报》案颠覆了
国人对传统官民关系的认知，为后
来 清 末 实 施 新 政 及 修 律 改 革 提 供
了难得的参考范例。

除了担任法律顾问，担文律师
还经常代理华人案件。他虽系英籍
洋 人 ，却 能 扶 危 济 困 ，甚 至 为 华 人
伸张正义，以致招来一些英国侨民
的 嫉 恨 。1894 年 初 ，英 国 在 华 高 等
法院拟聘担文署理律政司，当时竟
有 人 以 担 文 任 职 将 有 损 英 人 在 华
特权为由，挑唆英国驻华商会上海
分 会 致 函 英 国 政 府 要 求 阻 止 这 项
任命并最终得逞。但这并未妨碍担
文 律 师 继 续 为 清 政 府 和 华 人 提 供
法 律 服 务 。一 次 在 会 审 公 廨 候 审
时，担文律师撞见某日本妇人控告
一华人鱼贩人身损害，他见该华人
被告贫苦无力支付赔偿金，虽素不
相 识 ，但 怜 悯 其 人 ，竟 当 庭 替 其 赔
付，一时传为佳话。

1915 年 3 月 22 日，担文律师病
逝于上海。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著名
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副刊《北华捷
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于当年 3
月 27 日刊发了长篇专文《致已故的
担文先生——来自法律界的悼词》
以资纪念。这份悼词赞称担文律师
为“上海律师界领袖”“远东事务专
家”“具有杰出人格者”。

历经百年沧桑，往事随风而去。
如今，只留下上海华山路上的这一
幢红砖洋楼以为铭记。

一位英籍律师的上海往事
康黎

阅评

清咸丰四年婚书（局部）。 图片来源：中新网


